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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基准

———黄陆军等人不服金华市工商局

工商登记行政复议案评析

王贵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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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害关系是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要件。黄陆军案判决认为，这里的利害关系还应当是行

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如果申请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或有受到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而权益损害与行政行

为具有因果关系，这时就可认定申请人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而其具体的判断

方法则是回到实体法的行为规范，考察适用行为要件时是否将保护个别性私人利益作为考虑事项。

这种判断基准暗含着保护规范说的要求，为利害关系的判断提供了相对确定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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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是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资格的法定标准，但如何认定利害关

系在理论上和实务界都一直聚讼纷纷。本文拟以黄陆军等人不服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登

记行政复议案（以下简称为“黄陆军案”）为对象，〔１〕分析实践中利害关系判断的发展现状，揭示其

中的判断框架和基准，以期获得利害关系判断上的相对确定性。

一、案 情 简 介

黄陆军案可能在不少人看来是一个奇葩的案件，本来的民事纠纷，却因为对方主体身份上曾

有过行政机关的登记介入，而以登记机关为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但正是这种简单的案件，却颇

能考验法院的方法和智慧。

（一）案件事实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９月，原告黄陆军等１８人先后分别与内衣城公司（由东阳市开发总公

司等设立）、世贸城公司（由内衣城公司更名而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世贸城商业用房，与

商管公司（由世贸城公司设立）签订业主商铺托管协议，或者与商管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承租世贸

城商铺。之后，原告认为“世贸城采取种种软硬兼施手段，譬如停电、对一些商铺进行拆除改装，使

业主无法经营”等，侵害原告合法权益。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６日，黄陆军等１８名原告向被告金华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对第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东阳市开发总公司设立登

记、内衣城公司设立和变更为世贸城公司登记、商管公司设立登记的行政行为不服，请求撤销相应

的登记行为。

被告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议后认为，东阳市人民政府设立开发公司、开发公司设立内衣

城公司（后变更为世贸城公司），世贸城公司设立商管公司，其设立、变更均符合公司法规定。原告

黄陆军等和有关公司发生民事合同关系，原告和三家公司登记之间没有行政法律关系，更没有强

迫原告必须与上述公司发生民事合同关系。三家公司的设立（变更）登记行为不会导致原告必须

与上述公司发生民事合同关系。其间的争议应受《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调整，与公司的

设立（变更）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综上，原告与开发公司设立登记行为、内衣城公司

设立和变更为世贸城公司登记行为、商管公司设立登记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遂

于同年１２月１８日，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４８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

复议申请。

（二）主要争点

本案的主要争点是，原告黄陆军等１８人与涉案公司的登记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换言之，黄陆军等是否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

（三）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在刊载本案判决的同时，给出了“裁判要旨”：“买卖、租赁民事合同一方

当事人，与合同相对方因公司设立、股权和名称改变而进行的相应工商登记一般没有法律上的利

害关系，其以合同相对方存在民事侵权行为为由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不予受理。”

这一裁判要旨给出本案判决得出的一项规则，但未能揭示得出该规则的判断框架和方法，也就未

能揭示本案判决的充分价值。

·９６１·

王贵松：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基准

〔１〕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４４～４８页。



二、本案判决前的判决与法理

对于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资格如何判断、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何认定，这里先来梳理在本案判

决之前的判决与法理，以期明确本案判决的可能意义。

（一）先前的相关判决

对于本案判决之前的其他判决，可以大致分为两种：其一是权威判决，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

判决或《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所公布的判决；其二是普通判决，也就是权

威判决之外的其他判决。权威判决对全国法院都具有指导性，而普通判决则仅具有参考意义。

１．先前相关的权威判决

关于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资格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并无针对性的判决。但在行政诉讼

原告资格、行政复议第三人上有几则判决，因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资格与行政复议第三人、行政诉讼

原告资格的标准具有共性，故可作参考。

１９８９年《行政诉讼法》第４１条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中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

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００年）第１２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在广州市海龙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广东

省广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行政处理决定纠纷案上，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三联公司只是侨都公司投资三方中的一方，无权决定海龙王公司参加珠江侨都项目的开

发。海龙王公司与三联公司之间形成的只是民事法律关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不能证明海龙王公司在侨都公司

中占有股份。由于海龙王公司没有与珠江侨都项目的各方签订合作合同和章程，也没有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批准加入珠江侨都公司，所以，海

龙王公司以在侨都公司占用股权为由，认为被上诉人广州市外经委针对珠江侨都公司做出的

２３３号通知，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３〕（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

该案判决表明，不仅要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还应当是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具有行政诉

讼的原告资格，才由行政法去调整。

另外，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中，在应用上述标准

的同时，指出“是否存在不公平竞争并不影响其行使诉权”。〔４〕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表明法律上

利害关系的证明程度。

针对行政复议第三人的资格标准———“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行政

复议法》第１０条第３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

定案”中指出，“复议的决定结果
獉獉獉獉獉獉獉

与现持证人张成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故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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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昆利发展有限公司、晶泽有限公司不服湛江海关行政处罚决定案，是第一起以原告资格为主要争点

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案件。一审法院间接地提及原告资格问题：“被告湛江海关提出原告与被诉具体行政行

为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与事实不符，请求无理，予以驳回。”但二审法院在撤销一审判决的同时，并未对原告资格

的标准做出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１９９４年第１期，第４９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下同）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２年第６期，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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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正式通知张成银参加复议”。〔５〕这表明，同复议决定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可以

成为行政复议的第三人。

综上，权威判决中有关争讼资格的利害关系标准所得出的结论是，利害关系应当是行政法上

的利害关系，可以是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可以是与复议决定之间的利害关系。但

是，权威判决并未针对利害关系的认定给出过判断方法。

２．先前相关的普通判决

在普通判决中倒是不乏与黄陆军案颇为相关的先例。２００７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２８

条第２项将“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明确规定为行政复议申请的受理条件之一。如

此，“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从第三人资格的标准拓展成为申请人资格的标准。在此后的案

件中，该标准的认定也成为法院审查的一项重点。在２００８年的付伟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

商登记行政管理纠纷上诉案中，付伟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纠纷，在公司申请北京市工商局大兴分

局注销后，付伟对此注销行为申请行政复议。北京市工商局以其没有利害关系为由驳回申请。对

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出：

“有利害关系”系指复议申请人之合法权益有受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害之虞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并不包括具体
獉獉獉獉獉獉

行政行为所产生之一般事实上的影响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就企业注销登记而言，因各种原因而可能受其影响者甚

众，并非所有受影响者均得就注销登记申请行政复议，仍应以合法权益直接受其侵害者为限。本

案中，注销登记对付伟与公司之间的劳资纠纷虽然存在事实上的影响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但劳资纠纷自应通过相应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法律途径加以解决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并非工商机关之权限范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付伟所主张之劳动权利亦不因注销登记而遭受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接侵害
獉獉獉

，故付伟与企业注销登记行为之间并无《实施条例》所指之“利害关系”。付伟主张其为公

司监事、负有对企业的监督职责，故与注销登记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因监事的监督职责已超出个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人合法权益之范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不足以成为具有利害关系之依据，付伟的上述主张并不可采。〔６〕

该判决首先限定了“利害关系”的范围，排除了“事实上的影响”，并要求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有

受行政行为“直接侵害”之虞，亦即合法权益受损与行政行为之间要有因果关系。该判决同时还指

出，解决劳资纠纷并非工商机关的权限范围，这一点实际上是指出了因果关系的判断方法，只是法

院自身可能还不甚明了。黄陆军案判决发生在付伟案后不久，与付伟案的主要争点（行政复议申

请人资格）、判决理由有诸多的相同点，最终被选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一定程度上也表明

了最高人民法院对这种裁判思路的认可。

（二）当前的相关学说状况

对于行政行为直接指向的行政相对人，其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通常不难判断，故而，讨论的重

点毋宁是置于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或第三人作为行政复议申请人提起的资格情形。〔７〕有学者

认为，利害关系人申请的条件包括：第一，必须处于被管理者地位；第二，必须是自己的权利受到行

政行为的处分或受到行政行为结果的必然影响；第三，所要求保护的应当是自己的权利。其中的

·１７１·

王贵松：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基准

〔５〕

〔６〕

〔７〕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４６页。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０８）一中行终字第１２８号，２００８年３月６日。

关于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或利害关系的认定已有不少研究。近期代表性的研究作品有王天华：《行政

实体法的保护与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从保护规范理论看我国的原告资格认定问题》，载应松年主编：《当代中

国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扬教授九十华诞贺寿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李晨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

利害关系要件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张旭勇：《“法律上利害关系”新表述———利害关系人原告

资格生成模式探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等等。



第二点实际上就是如何判断利害关系，具体而言，（１）利害关系人所主张的权利必须是行政行为内

容中所处分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应当是法律可以保护的权利；（２）利害关系人具有申请人资格，

必须权利受损与所诉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８〕但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限缩到“行政行为内

容中所处分的权利”，与法律本身已有出入。

实务界基于自身工作的思考，也有颇为深刻的见解。有人指出，行政复议的第三人能否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关键是看其是否具有申请人资格，或者法律法规有无明确规定。作为行政复议的

申请人，应当是与所要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即是在客观上有

行政机关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种利害关系存在，在主观上是认为所要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相对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要存在一种侵权关系。〔９〕

但对于“侵权关系”的内涵则未有说明。

也有人指出，判断“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自己的合法利益；第

二，确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合法权益受到影响和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存在明确的内在联系。而

所谓内在联系是指损害是由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明确的联系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必然导致损害。

例如，工商机关对虚假广告的查处，其目的多在于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维护全体消费者的利益，

而与个别消费者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如果需要赋予消费者申请复议的权利，那么，这种保护应

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而不是出于对法律上利害关系理论的扩展。再如，工商机关的登记行为并

不必然导致债权人的损害，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行政复议法所指称的关系，债权人不具有复

议申请人资格。〔１０〕这一认识虽然出自实务经验，但与理论上的判断有诸多暗合之处。这种认识

或许也影响到了司法的判决，黄陆军案可以说是其集中体现。

三、本案判决的思路与意义

判例分析的意义未必仅在于对判决提出批评，还有可能是揭示判决所包含的内在法理。黄陆

军案判决的分析更多地具有后者意义上的价值。〔１１〕

（一）关于“利害关系”的性质要求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２８条规定，“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这是应当受理的

行政复议申请条件之一。“利害关系”就成为申请人资格的判断基准。值得注意的是，在“利害关

系”之前，除了关联的“具体行政行为”之外，不存在其他限定语。

黄陆军案的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内衣城公司、世贸城公司的合同纠纷，应当通过协商或民

事途径解决。第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本案所涉三公司设立或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

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它所采取的是“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但这一要求并未

被二审法院所接受。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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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参见邹容：《利害关系人申请行政复议的理论根据、申请条件和常见类型》，载《政府法制研究》２０００年第

１１期，第１７～２１页。

参见青锋：《行政复议第三人：附属还是独立》，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第９页。

参见王晓鸣：《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研究》，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７期，第１９～２２页。

作为黄陆军案判决的法官解说，可参见贺利平、危辉星：《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可否因合同相对方的民

事侵权行为对工商登记提起行政复议》，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４卷，中国法制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１～１２４页；徐建新、贺利平：《民事合同一方不能对相对方的工商登记行为提起行政复议》，载

《人民司法》２０１２年第２４期，第１０页。



二审法院首先认为黄陆军等与工商登记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然而又指出经工商登记的公

司与黄陆军等之间存在的是“民事合同法律关系”，最后认可了工商局关于“上诉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没

有行政法律利害关系”的判断。综合而言，它实际上是要求“利害关系”应当是“行政法律利害关系”，

或者说是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这就清晰地表达出前述海龙王公司案判决的利害关系要求。

（二）关于“利害关系”的判断框架

这种行政法律利害关系应当如何判断呢？二审法院的判断框架是这样的：

判断构成利害关系的要素有二：一是申请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或有受到损害的现实可能

性；二是权益损害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具体行政行为是因，权益损害是果。

在这一判断框架中，首先是存在申请人的权益损害，否则就没有救济的必要。其次是存在具

体行政行为，否则就不存在行政法上的救济。再次，权益损害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要有因果关系，

由此才具有为申请人提供行政法上救济的必要性。

（三）关于“利害关系”的判断方法

如此，在法院看来，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就成为因果关系的认定。二审法院认为：

对案件进行考量分析：第一，被上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对涉诉公司进行工商登

记审查时，其按照公司法、企业登记相关法律
獉獉獉獉

、法规的规定
獉獉獉獉獉

，审查
獉獉

公司设立（变更）是否符合法
獉獉獉獉獉

定条件
獉獉獉

；第二，登记机关无法预见
獉獉獉獉

公司成立后作为市场主体，在与上诉人发生买卖、租赁民事

合同后的侵权行为或侵权可能性；第三，登记机关没有
獉獉

对涉诉公司作为市场主体的民事侵权

行为进行审查的法定义务
獉獉獉獉獉獉獉

；第四，本案上诉人主张的权益损害原因并不是涉诉公司工商登记

行政行为，而是涉诉公司不履行合同或其他民事侵权行为；第五，撤销
獉獉

涉诉公司的工商核准登

记，不能使上诉人的权益损害得到恢复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因此，上诉人所主张的权益损害与涉诉公司工商登

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与涉诉公司工商登记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

系，故上诉人不具有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

其中，第五点属于狭义诉的利益，即原告具体的实际利益或保护的必要性。〔１２〕既然撤销登记

也不能使权益损害得到恢复，那就不存在救济的必要性。但原告的申请人主体资格问题解决的仅

为是否具有请求的正当利益，第五点与此无关。或许法院是在说，这也不属于值得保护的利益。

而第四点是对损害与侵权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结论性说明。这其实与一审判决未经推导而得出

的结论是一致的。故而，二审法院对利害关系的判断特别之处在于前三点内容。

前三点综合起来其实只是对登记机关审查职责的说明：第一点指明了登记机关审查职责的积

极内容，第二点否定了对侵权行为的预见可能性，第三点否定了对民事侵权的审查义务。法院没

有进一步结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展开分析。如一审判决所示，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议后认为，

“《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部门、

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开发公司是东阳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

授权东阳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代表东阳市人民政府对其履行出资人职责而组建的国有企业，其设

立符合《企业国有资产法》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并不违法。开发公司根据《公司

法》有关规定设立内衣城公司（后变更为世贸城公司），世贸城公司设立商管公司，其设立、变更均

符合公司法规定”。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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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参见［日］原田尚彦：《诉的利益》，石龙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１９页。



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要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１５条的规定，提交一定的材料。〔１３〕

工商机关的审查目的在于看其是否具备企业法人登记所需的下列条件：（１）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

（２）固定的经营场所和必要的设施；（３）符合国家规定并与其生产经营和服务规模相适应的资金数额

和从业人员；（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５）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经营范围（第７条）。

与此类似，根据《公司法》规定设立有限公司的，要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提交申请，〔１４〕由工

商机关审查，看其是否具备《公司法》设立有限公司的条件。这些审查基本上都是形式审查，其目的在

于，“确认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１条），或者“确认企业法人资格，保障企业合

法权益，取缔非法经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１条）。

简言之，登记审查的目的在于确认公司的主体资格并产生公示公信的效果，其中并不存在对其日后

如何进行交易活动的考虑。也就是说，工商登记并没有保护特定第三人的民事权益目的。而本案的民

事争议点为经营中的民事权益问题，而行政的争议点是登记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两者并无关联。〔１５〕

（四）保护规范说与利害关系的判断

在黄陆军案中，利害关系的司法判断暗含着保护规范说的框架，与德国、日本的做法具有共通之处。

在德国和日本，判断行政救济的原告资格，一般采取保护规范说，也就是说，主要看个案中所适用的法规

是否存在保护私人利益的目的，如果存在，则为保护规范。私人基于这种规范，即享有请求权。

在判断第三人的原告资格上，日本最高法院采用了下述基本框架：第一，为原告资格提供基础

的是“实体法上的权利利益”。第二，为原告资格提供基础的是“行政法规范所保护的权利利益”，

因而在理论上就是与私法上权利利益对置的“公法上的权利利益”。第三，对于具有原告资格者的

范围要有某种限定。行政法规范对行使行政权限课予一定的限制，问题在于该规范是否包含着保

护不能吸收消解于一般公益的个别性个人利益的目的，因而不能解释得谁都有原告资格。第四，

在所谓环境行政诉讼等主张因行政相对人的事实活动而受到侵害的类型中，有必要划定具有原告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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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１５条规定：“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证件：（一）组建负

责人签署的登记申请书；（二）主管部门或者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三）组织章程；（四）资金信用证明、验资证明或者

资金担保；（五）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六）住所和经营场所使用证明；（七）其他有关文件、证件。”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２０条第２款规定：申请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设立登记申请书；（二）全体股东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三）公司章程；

（四）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五）载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的姓名、住所的文件以及有关委派、

选举或者聘用的证明；（六）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七）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八）公司住所证

明；（九）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对于住所上的交叉，正如金华市工商局所辩称的那样，“原告仅是购买该市场里少部分商品房或者承租

市场里少部分铺位，取得房屋所有权或铺位使用权。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１２条规定，公司住所是指公司主

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作为市场业主和从事物业管理的世贸城公司、商管公司，住所登记为世贸大道１８８号，上述公

司住所登记在世贸大道１８８号，不会给原告权利义务有实际影响”。

另外，二审法院指出：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从程序上驳回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但在该决定中又对本案

所涉公司核准登记的合法性做出了结论性意见，存在不妥之处”。但是否意味着公司核准登记的合法性与公司的

后续交易行为之间毫无关联？换言之，无论登记行为是否合法，均与后续的民事交易无关？应当说工商登记中绝

大多数事项都不是针对具体的后续交易行为，至少本案中的情形是无关的。但在２０１４年以前，也就是本案发生的

时间里，注册资本是一个确保交易安全的重要制度。这里的交易安全是具体的一笔笔交易的安全，而非交易秩序

的安全。如果工商机关未经验资即对企业做出行政登记，则可认为行政行为与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损害之间存

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其与行政行为就具有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在新公司法之下，注册资本由验资实缴转为认

缴数额，已不存在实质审查问题。如此，本案所确立的规则———“买卖、租赁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与合同相对方因

公司设立、股权和名称改变而进行的相应工商登记一般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去掉“一般”二字也是成立的。



资格者的范围，这主要是从地理上划出界线。最高法院在划线之际使用“社会观念上明显的障碍”

“直接而重大的损害”“直接的损害”“直接的明显损害”等表达方式，着眼于“受害的程度”。前三者

是在判定是否为法律所要保护的利益，第四点是划定保护的范围。〔１６〕

上述第三点其实就是要判断是否存在保护规范。黄陆军案判决在第一点、第二点上与上述框

架显然是一致的，判断得出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而在第三点上虽然不甚明晰，但实质与其

是相通的，即就是否具有个别保护性做出判断。为什么法院在审查登记机关的审查义务却与保护

规范说是相通的呢？行政机关的审查义务规范与针对个别人的保护规范乃至原告资格之间是如

何实现沟通的呢？

日本学者芝池义一提示了行政决定的考虑事项与原告资格之间的关联性。如果将“法律上的利

益”（《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９条的原告资格标准）这种诉的利益解释为“法律上保护的利益”，这不

仅是“司法上保护的利益”，同时因为行政机关要执行法律，它也应是“行政上保护的利益”，这就成为

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决定时应当考虑的事项。如果某利益或事项不是考虑事项，就没有诉的利益。

当然，行政上考虑的利益未必均为“法律上保护的利益”，其考虑事项也就未必成为法律上的利益而

受到司法上的保护，因为行政机关还应当考虑公益。〔１７〕或许可以用一个等式来描述其思考：

法律上的利益＝法律上保护的利益＝司法上保护的利益＝行政上保护的利益＝行政决

定的考虑事项

考虑事项在保护目的与原告资格之间扮演着中间概念的角色，让保护目的不再过于抽象化地

判断。相对高位的保护目的经过考虑事项的具体化之后，才能对具体的制度发挥控制的功能。回

到黄陆军案判决来看，法院根据公司法等规定的登记要件来看登记机关的审查义务到底有哪些内

容，进而判断对之后的民事侵权行为是否具有预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最终判断出登记行为与民

事侵权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法院为了判断是否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回到公司法等实体

规范，回到公司法等规定的要件，进而考察其考虑事项的内容。属于考虑事项的范围，就具有因果

关系。或许可以用下面这一等式勾勒其思考：

行政机关的审查义务＝实体法上的行为要件＝适用行为要件的考虑事项＝行政法上的

利害关系

如果登记决定的考虑事项中包含着保护个别性私人利益的目的，那么，行政实体法上的行为

规范就是保护规范。私人利益既然应当被考虑，他就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建立起利害关系。虽然

考虑事项的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但也并非没有标准。行政机关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做出决

定，虽然并不限于某一特定的法律规范（诸如登记的规定），而是要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把握和适用

某一条文。它既有特定的考虑事项，也有普遍的考虑事项。但其考虑事项是可以在实定法找到根

据的。如此，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也并非飘忽不定随意取舍，而是要回到行政实体法的行为规范

中去判断。这是具有安定性的可预期的基准。

四、本案判决的射程

黄陆军案判决相较于之前的判决而言，既一般性地揭示了利害关系的判断框架，又指明了利

·５７１·

王贵松：行政法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基准

〔１６〕

〔１７〕

高木光「行政処分における考慮事項」法曹時報６２巻８号（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３頁参照。

芝池義一「行政決定における考慮事項」法学論叢１１６巻１～６号（１９８５年３月）５７６—５７９頁参照。



害关系的具体判断基准，为认定利害关系提供相对确定的方法和标准。本判决是针对行政复议申

请人资格问题所作的判断，确立了申请行政复议上利害关系的判断基准。其中的要求与方法是否

具有延展性，或者说能否一般化呢？换言之，行政复议申请资格的判断标准及方法是否可以适用

于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如前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００年）

第１２条将“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作为原告资格的标准。〔１８〕 但２０１４年《行政诉讼

法》第２５条第１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标准由“法律上利害关系”变成了“利害关系”。但

法院作为司法机关，能解决的更多的是能依法处理的利害关系。故而，在究竟是否为“法律上的利

害关系”存在模糊地带的地方，可按照２０１４年《行政诉讼法》的精神将其解释为具有《行政诉讼法》

所要求的“利害关系”。“利害关系”标准就是从宽解释的“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故而可以说，行

政复议的申请人资格与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在法定的标准上是相同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因

审查主体与被申请人（或被告）的关系不同，而在受案范围（可申请的对象）、审理程序要求以及审

查强度上有所差别，但在申请人资格上并无区分的必要，无论是采取选择主义还是实行复议前置，

有资格申请行政复议的就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１９〕

（责任编辑：蒋红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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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在关于行政复议申请资格的黄陆军案判决之后，有法院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上做出了与前者判

断基准几乎相同、但却更为清晰的判决：

　　镇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京口分局针对建材公司提交的申请材料对照相关规定
獉獉獉獉獉獉

，审查认为其提交的材料齐

全，并符合法定形式，因此对建材公司做出准予设立登记的决定，为其发放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确认建材公司

具有企业法人的资格，准许建材公司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对不特定的人进行货物交易，其目的是规范企业的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责任限度
獉獉獉獉

，而不是保证登记的企业能够完全履行合同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上诉人上海超慧实业有限公司与建材公司签订购销合

同并支付货款后，建材公司未按合同履行义务，上诉人认为这是由于被上诉人审查不当所导致的，然而上诉人

与建材公司发生的商业往来属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受到的利益侵害，并非由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

行为直接所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对上诉人的这一债权也未设定特别的保护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上诉人

与被上诉人对建材公司做出准予设立登记的决定并为其发放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行为之间无行政法上的利
獉獉獉獉獉獉獉

害关系
獉獉獉

。依据上述解释，上诉人不具有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上海超慧实业有限公司不服镇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京口分局工商行政登记案”，见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２０１１年行政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６～１７页。

该案一审法院的法官在解说中指出，“两级法院均运用了‘被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起诉人所指称的利益是否应当

被考虑’这个标准来判断起诉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具备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任何具体行政行为均是依照相

关的规范做出的，法院通过对规范的文义、目的、宗旨的理解来判断相关的利益是否应当被纳入行政行为做出时考

虑的范围，属于行为时应被考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利益受损人将获得行政诉讼救济的权利”。同前，第１７～

１８页。

有人主张，为了强化行政复议的内部监督和解决纠纷功能，复议申请人资格的标准定位宜采用比诉讼原

告资格更宽泛的标准，从而让更多人有权对行政行为提请复议监督，将更多行政纠纷纳入复议渠道。贺奇兵：《行

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标准的基本定位———基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目的差异的视角》，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第

３９页以下。但即便强化行政复议在维护公益上的功能，允许民众在个别领域提起行政复议，也应以特定法规个别

授权为宜。


